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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
理论变革与实践转向

文 军　刘雨航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但在新发展阶段,各

类不确定性因素大量滋生,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环境、主体、方式、过程以及结果等层面,致使中国式现

代化面临“不确定性”的诸多挑战.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既是以往现代化历程的直接后果,也将作为新的

社会现实成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变量.但当前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仍以“确定性”思维为主

导,不仅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知识难以解释不断变动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在实践层面上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

不确定性现象.对此,亟须以“不确定性”挑战为当代观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和实践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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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不确定性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场世界性变革,但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看,西方国家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中
国现代化曾长期在西方话语体系之下展开.虽然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艾利克斯英格尔斯(AlexInkeＧ
les)提出的现代化１０条标准① ,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这种具有直线性、简单性、趋同化特征

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以及标准,难以有效解释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实际上,中国共产

党自执政以来便致力于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此打破了西方以资本为中

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

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方式研究”(２０２１BSH００２);国家社科基金重点

项目“不确定性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及其体系建构”(２２ASH００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面

临的不确定性挑战及其应对机制研究”(２２&ZD１８３),同时该研究得到了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

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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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上海２０００６２;jwen＠soci．ecnu．edu．cn);刘雨航,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
海２０００６２;５４５００１４２２＠qq．com).

①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现代化的１０条标准:(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３０００美元以上;(２)农业产值在国内

生产总值(GDP)中占１２％—１５％;(３)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４５％以上;(４)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７０％以

上;(５)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人数占１０％—１５％;(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０％以上;(７)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在１０００人

以下;(８)平均预期寿命７０岁以上;(９)人口自然增长率在１‰以下;(１０)识字人口占８０％以上.

②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本土实践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

２６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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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而言,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

加的局面下,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遭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接踵

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高度交织,标志着全球不确定性背景正在成为当代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底色和关键变量.尤其是２０２０年以来,突发的新冠疫情快速席卷全球并不断暴发,
长期潜在却不断累积的不确定性因素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人类舞台①.从最新发布的全

球“不确定性指数”(worlduncertaintyindex)来看,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水平自２０１２年起开始快速攀

升,并于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达到历史最高点,过去１０年所观察到的不确定性水平超过了过去

发展６０年的总和.全球反复的新冠疫情作为导火索,还引发了世界制度设计、经济秩序与文化规则的

连锁效应,使得各国社会整体的不确定性指数倍增,全球的不确定性水平在未来１０年将会以更强劲的势

头继续攀升.正如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强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

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②.无论是实务部门还是理论家

们都开始对全球现代化中的“不确定性”予以高度关注.
不确定性自全球现代化进程开启之日起便与流动性、个体化一同交融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当中,

并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推进而陆续延展③.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看来,不确定性作为

现代性的后果,“其影响也存在于现代性的内部”,将作为新的社会事实影响着现代化的未来走向,是
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④.在当代全球现代化语境中,不确定性被赋予多重意涵,既指代

本体论层面事物发展的变动状态,也在认识论层面指代主体对事物发展的一种未知或未完全知晓的

状态,还在方法论层面指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行动范式与价值理念,主张“动中取动”,在不确定性中

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因素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的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却又与传统风险在存在属性、现实作用以及治理路径等方面区别开来,不仅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风

险的内生化、随机化、个体化以及全面化特征,在发展后果上也是风险与机遇并存⑤,既需要对不确定

性中的发展风险予以预测预防和纾解调控,以此维持常态的社会秩序、整合和运行,也需要积极引导

不确定性向发展机遇和活力转化.
全球不确定性背景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渗透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但从理论层面来

看,传统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从一种“确定性”的视角和“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将现代化视作社会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的演进过程,并从结构、主体、行为、过程、功能等视角展开解读,不确定性则被视作社会发

展的“偶然因素”和“概率事件”,缺乏本体性层面的探究.从实践层面来看,人们更加关注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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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rH．,Bloom N．,FurceriD．,“６０YearsofUncertainty”,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２０２０/０３/pdf/

imfＧlaunchesＧworldＧuncertaintyＧindexＧwuiＧfurceri．pdf,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７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４月３０日,第１版.
流动性、个体化以及不确定性等都可以视作现代性的一种具体表达,在已有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诸如从“总体性社会”
(totalitariansociety)向“个体化社会”(individualizedsociety)、从“固态社会”(solidsocitey)到“流动社会”(liquidsociety)等
形态的转变来描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整体性特征,而随着不确定性社会的全面到来,从“确定性社

会”(certainsociety)到“不确定性社会”(uncertainsociety)的转变将成为现代化转型的又一整体性表达.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１５—１１７页.
“风险”与“不确定性”存在至少以下三方面的区分:(１)从性质来看,“风险”常常与具体的地点和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它是

一种可量度和可计算的不确定性,往往与概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用“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来分别指称“风险”和“不
确定性”.(２)从结果来看,“风险”往往指向的是一种负面的不利结果,而“不确定性”指向的既可能是负面的不利结果,也
可能是正面的有利结果,可以说不确定性发展是“风险”与“机遇”的并存.(３)一般而言,“风险”是可治理的,而“不确定

性”本质上却无法治理.除非是运用特定的技术、程序以及设施将“不确定性”降维至可预期的“风险”,才可以随之展开相

应的行动.实际上,随着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社会风险开始从外部环境中的客观风险向内部自生的主观风险

转变,传统风险形态也开始向新型的不确定性风险演变.参见文军、刘雨婷:«不确定性社会的“风险”及其治理困境»,«江
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中的各类风险事件,并将其作为外在于人的认知客体和行动对象加以评估、防范和应对,尽可能地将

风险的负面影响控制到较低水平,其结果常常是以牺牲社会活力为代价来维持常态的社会秩序和发

展.然而,随着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这种低限度的社会整合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从当前的中

国式现代化实践来看,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大难度在于当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不确定性的结构性作用

时,新冠疫情、自然灾害等事件背后不确定性因素的涌现与蔓延却具有突发性,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

和操作空间都极为有限,短时间难以从长期以来“确定性”思维主导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中抽身,不
仅新型不确定性应对机制的建构严重滞后,对不确定性与现代化本身的内在联结也缺乏足够认知.
能否突破“确定性”桎梏,正确认识、理解和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在抵御社会风险的同时,抓住伴随

而来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活力,是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转型的深化,人们对发展不确定性的关注程度不断加深,关注领域不断拓展,构建

能观照“不确定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越来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中国

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既面

临全球不确定性的巨大冲击,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也正在催生大量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因素.内外部不

确定性因素相互交织,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较之全球社会更加凸显和特殊,也远比想象中

更加复杂多变.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将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得以具象化,从一种普遍性的唯名式概括衍变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社会现实,并将引发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土实践和话语体系中加以分析理解.鉴于此,我们将以“不确定性”挑战为观照,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

实践中推进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和实践转向,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

二、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确定性”挑战

在全球不确定性背景下,应对“不确定性”挑战的前提条件,是洞悉不确定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

联系,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情境中对不确定性加以本体性层面的考评.实际上,不确定性正在演

变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情境性问题,即不确定性已经全面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场域之中,不仅

包括空间层面的静态情境,也包括时间变化的动态情境,成为中国社会在超地方时空政策、制度、文
化、关系以及主体行动等因素在互动中所形成的独特性①.这决定着对中国式现代化“不确定性”挑
战的理解必须将共时性视角与历时性视角相结合.从共时性视角来说,不确定性因素不仅存在于现

代化环境之中,同样存在于现代化主体及现代化方式本身;从历时性视角来说,不确定性既渗透在现

代化过程之中,也体现在现代化结果层面.鉴于此,我们将整合上述共时性视角和历时性视角,采用

“环境—主体—方式—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正面临的“不确定性”挑战展开剖析.
(一)中国式现代化环境的不确定性

以工业化、信息化以及数字化为特征的技术变革,推动着中国社会在短时间里经历了从农业社会

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形态转变.这在提高人们不确定性应对能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技术

使用后果的不确定性不仅大量存在于人化环境之中,还以法律制度、管理规范、组织机构、教育体系、
科学知识生产等更加多样化的形式运转②,高度渗透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之中.技术变革致使外

部环境中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释放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③,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环境中充斥着

人为制造的技术风险和不可预期的复杂变化,并演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尤其是随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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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洁琼、文军:«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社区为本的情境实践及其反思———基于甘肃 K县的考察»,«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３期.

EllulJ．,TheTechnologicalSociety,NewYork:AlfredA．KnopfandRandom House,１９６４．
乌尔希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４、２４、２５页.



时代、数字时代的降临,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天生所具有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开始向整个社会

传递和蔓延,甚至直接推动着不确定性成为新阶段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①.
不确定性风险生产与传播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主导逻辑,风险全球化抑或不确定性全球化成为现

代文明的真实写照②.在全球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早已超出传统社会地方实践的范畴,而
成为一种基于脱域机制的超地方性全球实践.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将在全球社会的百年大变局中实

现,这在迎来崭新发展机遇的同时,国际局势波诡云谲,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核战争风险、气候灾害、
网络攻击、经济危机等层出不穷的全球安全问题和新兴风险,导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环境一开始就

陷入了长期的波动性、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状态.正如党中央自２０２０年以来所反复强调的,当
前全球疫情仍处高位,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首要面对

的便是国内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中国式现代化主体的不确定性

中国社会正在历经的现代化转型重新塑造着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的不

确定性程度空前高涨.随着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场域的专门化加剧,人们开始从传统社会的整合性

角色重叠转向现代社会的多元角色分化,活动场域开始从封闭性的地方情境走向脱域情境中的复合

场域③.现代人需要在日益多元的身份角色和形式各样的活动场域之间开展自己的社会生活,“现代

性以强制且必要的自决权取代了社会身份的确定性”,人们从传统社会的确定性范畴中获得主体性解

放④.现代性渗透在日益多元的角色分化和社会生活之中,导致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意义体系在消

退⑤,“相对性意识成了覆盖面宽广的事实不确定性主宰了现代人的意识”⑥.尤其是上一阶段的

中国现代化转型⑦主要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为驱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物质—制度—技术”等外在

性因素层面,中国现代化建设在工业化、经济增长等方面获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主体的认识水平、发展

能力却难以跟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主体认知和心理情感的不确定性随之大量衍生,并将作用于主体

行为之上.各种不确定性行为不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呈现,这种“知行关系”的改变也致使人

们相对确定性行动基础的衰弱甚至是丧失,将长期处于不确定性的生存境遇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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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少杰:«不确定条件下社会信任的分化与协调»,«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乌尔希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第２７—３５页.
在传统社会,许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和资源分配场域是重叠在一起的,如经济人角色、利他者角色、情感人角色的重叠或交叉,
传统的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同时还是情感单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社会角色开始产生分化,角色

扮演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的角色类型被分置到不同的资源分配场域.从理想类型的角度看,人们分别在市场分配场域

(市场部门)、制度性(或政策性)资源分配场域(国家公共部门)、利他性资源分配场域(第三部门)和情感性资源分配场域(关
系部门)中扮演自利人(经济人)角色、公民角色、利他者(道义人)角色和情感人(或关系人)角色.参见王宁:«角色扮演、场
域切换与第三次分配———兼论分享经济作为广义第三次分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２２年,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BergerP．L．,TheSacredCanopy:ElementsofaSociologicalTheoryofReligion,NewYork:Anchor,１９９０．pp．２５Ｇ２７．
BragueR．,TheKingdomofMan:GenesisandFailureoftheModernProject,NotreDame:UniversityofNotreDame
Press,２０１８．
上一阶段主要是指从改革开放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的这段时期.这一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经济发展为主

导,旨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则更加侧重于为经济转型服

务,旨在通过法治化、制度化等方式维持社会稳定,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而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

现,中国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将实现从经济单一发展指标向经济综合发展指标的转变,从经济发展目标向“五位一体”的
全面发展目标转变,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向发展质量转变.
这种“知行关系”在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看来是实现“确定性寻求”的关键,可以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即通

过对所处情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主观认知,为自我行动提供相对确定性的行动指南.但现代化转型打破了传统社会“自
成一体”的知识体系和“知行合一”的行动逻辑,主体的认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短时间内难以跟上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复杂

变化,无法为自身提供相对确定性的行动基础.参见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８—１９０页.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陌生化以及流动性趋势也在客观上改变着传统社会的

社会关系和信任机制.社会关系在走向脱域的同时变得愈发不确定,难以继续为个体提供确定性的

社会基础和可持久的人际交往①.“无意识中关于人类整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

感受,但人们不同程度地从共同体的庇护中脱离,需要以个体的方式面对发展环境中纷呈复杂的不确

定性,丧失了长久以来的确定性基础和本体性安全,加剧了个体的不安全感、焦虑和恐惧②.其结果

不仅是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时指向自我的信心受到影响,陌生人之间由于缺乏关于彼此态度、价值观和

特征的信息,而不具备建立特殊信任的基础,新型的普遍信任机制却又尚未健全.但信任作为不确定

性和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基础,使我们只考虑未来的部分可能性而非无限可能

性”③,广泛发生的信任危机削弱了人们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方式的不确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确定性还源自现代化方式本身,人们越来越难以驾驭“现代性的猛兽”④.其

中,人类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作为现代化的核心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用以减少不确定性

的工具⑤,但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各种新知识、新技术不断产生并嵌入到社会中去⑥,传统的真理被不

断颠覆,“不确定性”几乎是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规律,知识与科技同样具备不确定性的属性.这种

知识与科技的不确定性首先来源于知识与科技自身,人类知识与科学技术的本质生命在于更新和变化,
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与科技更新速率使其处于一种不断创新的不确定性之中.此外,这种知识与科技

的不确定性还根源于人类认识能力和认知水平的有限性,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并未留给我们足够

的时空条件去预测复杂情境中技术应用的实践后果.尤其是正在发生的数字变革,数字经济的蓬勃

兴起、以数字劳动为核心的新就业形态迅速壮大、数字生活高度普及⑦,使得数字技术基于其匿名性、
流动性和脱域性特征而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全面渗透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⑧.

现代化是一个复合式的系统性进程,但随着知识生产的专门化和脱域程度的加深,专家系统贯

穿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内部分化正在发生.专家系统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脱域

(disemebeding)机制以及知识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实践部门和学者都习惯于在特定领域内展

开行动.这在推进社会分工专门化的同时,难以避免地造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各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分

化.而社会治理则成为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整合机制,需要通过治理机制维持现代化进程中各个被

专家系统所支配的社会系统之间的整合.但强调风险控制的技术治理是当前国家治理的主导逻

辑⑨,这种技术治理模式虽然能够通过制度刚性维持着各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基本整合,但却无法有效

应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只能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环境和主体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掩盖在制度

所建构起的“安全区”之下,治理实践中暂时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累积,“二次风险”随时可能

发生,寻求确定性的治理机制反而会导致更多不确定性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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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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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随着个体化社会和流动社会的到来,不仅血/亲缘、地缘关系正在从稳定走向松散,业缘关系受到数字经济繁荣、非正式就

业兴起等因素的影响更是充满不确定性.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谷蕾、武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２、

１１５—１１７页.
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０页.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１３３页.
“确定性”实际上是人类用理性思维抽象出来的一种模型推演,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简化.因此,科学技术在很多情况下

之所以能量化处理,就是因为它能将“不确定性”通过抽象的量化和各种演算模型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从而达到对事物

及其演变的“确定性”寻求.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１３４页.
文军、刘雨婷:«新就业形态的不确定性:平台资本空间中的数字劳动及其反思»,«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刘雨婷、文军:«“数字”作为“劳动”的前缀: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困境»,«理论与改革»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黄晓春、嵇欣:«技术治理的极限及其超越»,«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不确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压缩饼干式”的并联性特征①,其时间维度上的压缩性与空间上的延展性并

存,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和均衡性,必要时会采取重点突破的策略.这也

造成了以往现代化历程难以避免地带有着“粗放式”色彩,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不均衡问题较

为突出.不仅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不同步的情况长期存在,城乡差距②、区域差异③也仍然显著.
此外,从经济产业来看,虽然改革开放后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但产业结构不合理、内生能力较弱、技
术水平较低等问题仍然存在.从居民收入来看,虽然人均 GDP不断上涨,２０２１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人均GDP已达８１万元④,但贫富差距仍然显著.从居民受教育水平来看,虽然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

教育近２０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⑤,但也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区域差异.
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不均衡发展所引发的发展能力与发展方式、发展水平错位的情况时有发

生,不仅直接导致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大量产生,还造成了中国社会内部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上的分

化.但不确定性的增长却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处于一种不确定性增长的系统性

与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不均衡性并存的复杂境况.在不确定性的全面冲击之下,不仅现代化过程中主

体所作出的实践反应难以确定,其行动后果也难以预测.不确定性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整体特

征,但同时又呈现出复杂分化的实践表征.不确定性始终是指向未来的⑥,这种主体行动的不确定性

会再度通过“脱域”机制向其他区域、其他主体蔓延.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任何潜在“薄弱环节”都有

可能成为不确定性深入其中的突破口,继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乃至“蝴蝶

效应”(thebutterflyeffect)⑦.
(五)中国式现代化结果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属性,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便始终存在,但其集中显现并演变成为

一种普遍特征却是新近之事.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乡土社会中,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

于自然界,基于自然界的规律性而形成的各种知识技术、实践经验能够为人们提供长久的支撑,足以

应付发展情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人们养成了基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传统”的力

量构成了维持乡土社会日常秩序的“确定性”基础,社会生活基本处于人们的掌控之中,社会发展的结

果基本是可以预测到的.但全球发展的蔓延催生了全新的社会事实,各种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现
象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早已超出了人们搭建的“可能性隧道”(tunnelofpossibilities)⑧.由此

看来,不确定性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吉登斯等社会学家笔下“现代性的断裂”(discontinuities)的
独特视角.现代化的绝对速度、变迁范围以及持续再生的不确定性,使得基于传统之确定性的行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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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串联式”发展过程不同,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

加发展的.参见尉建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第９版.
虽然经过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我国农村发展迅速,但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存在.２０２０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的３９０％.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１»,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１年中国经济年报»显示,２０２１年全国 GDP总量１１４３６７０亿元,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８１％,但地区差异仍显著.其中,东
部地区生产总值５９２２０２亿元,占全国比重为５１７８％,超出中、西以及东北地区总和.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１»,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０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占１８—２２岁适龄人口的比例)达５４４％,劳动年龄人口(１６—５９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１０８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达到１３８年.参见教育部:«２０２０年全国教育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中国教育报»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８日,第３版.

JansenT．,etal．,“UnderstandingoftheConceptof ‘Uncertain Risk’．A QualitativeStudyamongDifferentSocietal
Groups”,JournalofRiskResearch,２０１９,２２(５),pp．１Ｇ１４．
１９６３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N．Lorenz)提出了“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

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蝴蝶效应”说明了任何事物发展均存在定数与变数,既有规律可循,
也存在不可测的“变数”,再微小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影响到事物整体发展.
文军、王云龙:«新发展社会学理论构建中的不确定性发展逻辑及其启示»,«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式日渐崩溃“生活中即将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对未来可能性做出的反应”①.在当代中国,不仅民

众对自我生活的掌控力不断下降,很难再具有传统社会一眼便可望到头的“直线人生”,现代社会发展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脱离了延续数千年的“故事主线”(storyline)②.
现代化结果的不确定性不仅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走向和后果将不断超出我们的预测范围,

而且其再生产属性也必将引起个体生产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发展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在现代性的断裂

之中,以及“传统”与“未来”之间的当下,我们长期以来所依仗和推崇的则是“工具理性”的祛魅.但当

下持续再生的不确定性显然也超出、起码是暂时超出了韦伯所指向的以“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为
核心的现代化范畴,强调计算能力的理性主义显然只能部分地解释而不再能够支配层出不穷的不确

定性③,以及传统“确定性”范式和理性化趋势所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正在面临的本体性危机.

三、面向不确定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变革

当前,“不确定性”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镜鉴,能够以此窥探传统现代化理论

体系的知识局限.从知识对象上来看,传统现代化理论虽然对不确定性现象予以了有限关注,但其理

论视域主要集中在“外在风险”维度,主要探究现代化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而未辩证看待不确

定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作用以及不确定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研究取向上来看,传统

现代化理论体系整体上仍以“确定性”范式为主导,更加倾向于将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看作

社会发展进程中需要加以克服的障碍因素,并且倾向于在特定领域、特定对象或特定事件的范畴内,
探究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从研究结果来看,相比于“风险”,传统现代化理论对不确定性缺乏正式的

理论关注④.从上述维度不难看出,传统现代化理论不仅预设了“西方中心”的知识体系和实践路径,
而且整体上仍是以“确定性”取向为主导的.而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背景下,传统现代化理论自身的

解释力以及实践意义都严重受限.对此,亟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以当代中国的“不确定

性”挑战为观照,从以下方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变革.
一是从“西方话语”转向全球视野中的“本土经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产生于特定历史

文化情境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难以详尽解释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所遭遇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尤其是其

中大量滋生的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充满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也提供了生动的本土经

验和丰富的理论土壤,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⑤.立足中国式现

代化的伟大实践,提升“理论自觉”,自内而外地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而非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由

外而内地“套用”在中国实践之上,是新发展阶段摆脱西方话语体系掣肘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

保证.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降临,中国式现代化无法脱离世界体系而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

系的建构既要立足本土,也要放眼世界,既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又要走出西方话语体系,更要与西

方现代化理论展开对话,积极推动中国经验走向世界.一言蔽之,我们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

建构需要在开放性的全球体系和不确定性的“宏大叙事”中,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⑥,探求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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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第１１２页.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４—５页.
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页.
以中国知网(www．cnki．net)收录的文章为例,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０日,检索主题词“现代化”和“不确定性”,仅查询到论文

３６１篇,其中６０篇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上,如果以“现代化”和“风险”为主题词来进行检索,收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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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建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第９版.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二是从“结构叙事”转向“主体叙事”“关系叙事”.古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巨大而深刻的社

会结构转型,是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和根本性的转变①.这种在现代化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

位的“结构叙事”,主要采取“确定性”的研究范式,是对社会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追述与概括.但随着

传统社会相对“确定性”的社会结构加速瓦解,面对日益纷呈复杂的现代化过程,从操作性层面而言,
虽然仍可以使用诸如信息化、数字化等“宏大叙事”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加以概括,但现实情

境中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不仅具有强烈的情境性特征,脱域性机制又赋予其无限的延展性,“结构叙事”
背后的类型化认知方式也不利于我们察觉真实世界中的主体性.如果过度追求社会整体层面的“结
构叙事”难免会过于“形而上”,从而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虽然对中国式现代化结构转型连续谱系的

解读与叙事仍然必要,但“人”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应对主体,其自身无论是个体认

知、行为的不确定性还是群体层面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也空前之高.基于人民主体性、能动性而展开

的“主体叙事”和“关系叙事”将成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关键.越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

大潮和全球风云中,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取向,通过人民的主体认知和实践行动去理解和

应对“不确定性”的时代挑战.
三是从学科化的“散点叙事”转向跨学科的“整合叙事”.现代化主体以及现代化方式内部自生的

不确定性,使得不确定性成为铭刻在现代化上的“先天基因”.但在系统生产的不确定性面前,不仅现

代化方式自身的内部分化日趋扩大,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的理论张力也日益凸显.“现代化”本该是一

个跨学科甚至去学科边界的议题,但在传统现代化理论中,不同学科习惯于在各自的学科边界内,截
取现代化的部分脉络或某个侧面加以探究.最浅显的例子是,经济学更加关注现代化中的经济转型、
政治学更加关注政治转型,而社会学则更加关注其中的社会转型,但实际上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

转型以及其他维度的转型之间高度关联甚至本为一体.这种学科化研究范式的“人为切割”,在推动

现代化理论日益专门化的同时,也导致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散点化”,从而难以有效解释高度复

杂的现代化进程和系统生成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就“中国式现代化”议题打破不同学科

之间的边界,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真问题”“真需求”为导向,搭建跨学科的交流平台,推动建构

能与当前不确定性发展相匹配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整合框架.
四是从发展路径的“事实”取向转向“事实”与“规范”取向并重.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更加偏重“事

实取向”,即倾向于对以往现代化历程和正在遭遇的现实问题提供理论阐述.在不确定性背景下,“事
实取向”的滞后性使得现代化理论研究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之间的脱节愈发明显.因此,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应当推动“事实取向”与“规范取向”的结合,不仅要遵循“实然”的逻辑对以往的实践经验和当下

的社会现实展开学理分析,同样需要遵循“应然”的逻辑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在不确定性情境中的未来

道路.更为必要的是,将“实然”与“应然”的逻辑相结合,只有以历史为鉴、以实践为本,才能更好地在

不确定性情境中探求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方向.其中,尤其需要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中层

理论建构,强化事实取向与规范取向的合流以及“社会诊断”与“社会行动”的联结,并通过对社会科学

介入方法(methodofsocialscienceintervention)的探寻来实现社会科学研究与政治行动之间的贯通,
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议题②.回到“不确定性”议题,“行动取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并非

要完全预测不确定性的未来结果,而是希望中层理论的建构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为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个体行为、集体行动乃至社会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行动指南,以此简化不确定性情境中的复杂性.
五是从研究范式的“确定性取向”转向“不确定性取向”.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深入,流动将取代固

定、轻灵将取代沉重、不确定性将取代确定性,演变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特征.以确定性范式

为主导的传统现代化理论体系对不确定性发展的解释力不断下降,人们对学者所提出的“社会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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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政策日渐感到厌倦和失望①.当前,亟须打破“确定性”的桎梏,树立新型的“不确定性”思维和

价值关怀,要勇敢且主动地迎接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确定性”挑战.此外,还需要加强不确定性研究方

法的整合与创新,在整合定量与定性两大研究体系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

乃至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层面的交流、借鉴与合作,例如将经济学的“概率论”与社会学模型相结合②.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加强网络研究方法在不确定性研究中的创新应用.总体而言,需要推动传统

的“确定性”研究范式向“不确定性”研究范式转变,建构以“不确定性”为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

系,以此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全面增长的不确定性提供理论解释,践行“在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不确

定性”的时代使命.

四、不确定性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正在遭遇全方位的“不确定性”挑战,但传统的“确定性思维”和“风险思维”仍然长

期主导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以当前持续进行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为例,虽然采取了一系列

严密的防疫措施,但整体上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防控型”补救色彩,时常陷入被新冠疫情牵着鼻子走

的“被动局面”.在新冠疫情这块“试金石”之下,不难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仍存在很多“短
板”,例如中国社会发展的内生发展能力稍显不足,“人”的现代化并不足以与“物”的现代化相匹配,刚
性治理体制的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不均衡性仍然显著等.对此,亟须以“不确定性”
为导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转型.

一是在全球化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道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命题是“一个硬币的正

反两面”③,不确定性超出传统社会的地方范畴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世界性问题,全球环境中的不确

定性因素又会渗透到中国式现代化动态的时空情境中.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本土社会始终是不确

定性的应对主体,增强中国社会在开放性全球社会中的内生发展能力,是应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所面

临“不确定性”挑战的根本所在.就此而言,需要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新发展格局建构的

同时,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突破发展中国家产

业升级的普遍规则④.通过加强培育技术主导型产业,优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定位,增强中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打破西方长期以来的“技术封锁”与“技术垄断”,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

球化.但技术创新也势必带来一系列新的不确定性连锁反应,这是对不确定性情境中的中国本土社

会内生发展能力的深层考验.这需要以中国的制度优势为保障,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同时向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辐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更具整合性的内生发展道路⑤,以内部的相

对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⑥.
二是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最终归宿,在物质

文明比较繁荣的新发展阶段,“人”的主体性地位反而弥足珍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加强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

投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推动民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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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心理情感、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关系模式等系列转变.此外,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也成

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范畴和衡量标准,不仅需要行动层面、心理层面的主体赋能,提升人们在“被围困

的不确定性社会”中生存的各类技能,还需要从群体层面创造数字时代的新型联结,通过集体行动共同应

对不确定性.简言之,需要通过主体性的挖掘和培育,推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情境中“行动者的归来”.
在此意义上,“人”的现代化注定是充满个性和差异性的过程,其要义在于行动主体不仅具有在普遍性制

度、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寻求确定性的生存能力,同样具有在高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情境中再生产自身社会

生活和自我实现的能力,成为社会情境的生产者、行动者,而非消费者①.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

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回归“人之本真”,以此实现与“物”的现代化相匹配的“人”的现代化.
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

度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筹协调作用.就当前刚性治理模式的实践限度

而言,亟须在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将韧性视角引入治理领

域②,以韧性治理方式应对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③.而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则要从制度层

面入手,调和制度刚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内在张力,促进常态治理体制与应急治理体制之间的衔

接.面对伴随中国社会发展而客观发生的一系列主体利益分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心理情感和实践

行动反应,当代中国的社会团结和整合难以通过制度刚性实现.还应当树立“需求为本”的现代国家

治理导向,形塑自下而上的治理逻辑和民众参与④,通过“需求”导向⑤的韧性治理,畅通和规范群众诉

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韧性治理

方式的优势还在于能够通过制度刚性和治理韧性的嵌合,在为个体行动和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的

同时留有足够的能动空间,通过制度优势为主体、社会赋能,并以此实现从治理韧性到主体韧性、社会

韧性的拓展.一个高韧性的社会,是适应现代性不断深化过程中的高不确定性,并保持活力与秩序统

一的关键⑥.
四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均衡性、系统性.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不确定性并不会顾及社会发展的不

均衡性,但这种不均衡发展将直接影响到特定地区、特定领域抑或特定群体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在努

力实现第一个奋斗目标期间,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相对落后,为了追赶西方国家发展水平,主要以

发展速度为主,例如在经济发展上便主张“先富带后富”.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中国整体发展水平已

经位居世界前列,应当坚持“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目标,从发展水平向发展质量转变,以此提升中国

式现代化的系统性和均衡性.虽然现代化进程不可能齐步走,但却可以在重点突破与全面发展、非均

衡与均衡的持续转换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循环上升,但也需要重点兼顾客观存在的地区差距、城乡

差距、群体差距等,补齐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这也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为重

要的是,在系统生成的不确定性面前,需要考虑到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主体

在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上的均衡性,提高中国社会在不确定性情境中的整体生存和发展能力.
五是树立能应对不确定性的现代化理念.不确定性正在演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特征和存

在属性,只有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并树立新型的不确定性理念,才能在动态的不确定性情境中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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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韧性建设»,«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体而言,不确定性理念的树立首先需要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认识、理解和

接纳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属性.在此基础上,辩证看

待不确定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作用,不仅需要对其中潜在的风险因子保持警惕,更关键的

是需要发掘长期以来被“风险思维”所掩盖的不确定性中的发展机遇与发展活力,在抵御中国式现代

化所面临社会风险的同时激发社会活力.最为深层的是,当不确定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

会发展新常态,那么对单一确定性的追求,则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天性,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将成为

影响主体行动选择的关键变量,如何与之共生,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行动逻辑.当然,这并不

意味着要完全放弃确定性的寻求,社会发展行动逻辑所具有的相对确定性始终有迹可循,但需要改变

固守单一“确定性”的传统做法和执着,以一种不确定性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中国式

现代化的不确定性情境中寻求甚至是创造新的确定性.

五、总结与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确定性寻求”

新冠疫情的全球反复标志着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登场,但客观而言,当前的现代化模式

在不确定性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应对上还相对薄弱,亟待以当代中国的“不确定性”挑战为观照,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和实践转向.就理论层面而言,需要从“西方话语”转向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经

验”,从“结构叙事”转向“主体叙事”和“关系叙事”,从学科化的“碎片叙事”转向跨学科的“整合叙事”,
从发展路径的“事实”取向转向“事实”与“规范”取向并重,从研究范式的“确定性取向”转向“不确定性

取向”,推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就实践层面而言,同样需要以不确定性为导向,在全球化背

景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性、均衡性和系统性,并积极推动“人”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犹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说,原本对现代性议题进行定位、规避的“确定性”观念不仅被

一系列全球风险事实所否定,同时也传达出了“世界事务的不确定、中心的缺失以及控制台的缺

失”.① 简而言之,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增长,我们需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革新和实践转向,提
升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以在全球不确定性情境中推进中国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今,一个在鲍曼眼中“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控的年代”业已降临,但“确定性的寻求”②仍然是人

类社会的发展动力.人类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在寻求确定性和产生新的不确定性之间

循环往复的螺旋上升过程.伴随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

时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③,不仅要防止各类“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④的发生,也要抓住不确定性中伴随风险而来的发展活力和发展机遇.甚至风险与机

遇之间天然便是同一的,风险的应对过程同样也是实现发展的过程,而谋求发展的同时也必将承担潜在

的风险,完全躲避或者控制风险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在错失发展机遇和压制发展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正
是这种发展的风险和机遇共生关系,共同构成或者说共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挑
战.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还体现在,现代化转型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步入“加速

时代”,不仅社会生活、社会流动、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更替速率同样如此.并

且两者之间还呈现出高度相关性,不断加速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过程,一方面导致了不确定性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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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３—４３页.
德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打破了古典哲学中绝对确定性的形而上学幻想,承认了不确定性的永恒存在,但也为“确定性的寻

求”留有了空间.他认为虽然绝对的确定性只存在于思辨的精神世界,但可以通过从不确定性情境到确定性情境的转换

来寻求相对的确定性.参见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第１—１８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
日,第１版.
“黑天鹅”一般指那些出乎意料发生的小概率风险事件;“灰犀牛”指那些经常被提示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大概率风险事件.



持续生产,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应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和寻求新的确定性中实现.这种社会转型发展速

度以及“确定性—不确定性”更替速率的加快,实际上也构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重要分野.
可预期的是,即使身处不确定性社会,确定性的寻求仍将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发展阶段的中

国式现代化仍将是不断遭遇新的不确定性并不断寻求新的确定性的过程.但“确定性—不确定性”的
更替速率的不断加快,也导致“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形态发生改变.现代社会所寻求的确定

性不再似传统社会时那么轻易和恒定,确定性本身也变得愈发不确定和灵活多变,我们对确定性及其

寻求方式都需要进行再理解和再建构.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的“确定性”指代一种固定的、恒久的“最终

解决”,那么现代社会中的“确定性”只是一种“暂时的安排”①,其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的属性,只是

处于变化的节奏较为缓和的“相对确定”状态.形象地说,现代化转型中“确定性的寻求”不再指向伫

立在深海岿然不动的“定海神针”,而是悬挂在摩天大楼之中的“阻尼器”,需要通过自身的适度振动化

解整幢大楼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而维持着楼宇的安稳和社会的正常运行.如何从“定海神

针”向“阻尼器”转变,进而更好地迎接不确定性社会的到来,正是新发展阶段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关键.这注定是一段布满荆棘的漫长前路,因此,我们更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以及对自身行动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挑战中共同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

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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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与实践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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